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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爵滋与燕行使臣的不遇之遇及其文学影响

吴正岚，黄逸欣

摘　要：朝鲜燕行使臣与中国士人之间交往方式与思想依据的独特性，是中朝文化交流中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

题。清代名臣黄爵滋十多年不在京城，却长时期为朝鲜使臣所向慕，这为分析中朝士人之间的不遇之遇及其文学影响

提供了基础。在京期间，黄爵滋曾至少与六批朝鲜使臣交游往还；黄爵滋离开京城之后，又委托自己的朋友张炳英和

儿子黄秩林接待使臣。黄爵滋在文论上以“诗心”绾合“江山”与“鬼神”，这一观点是在中朝士人的密切互动中逐步成

熟的；黄爵滋不在都、不得讯、归道山等否定性情境触发使臣的“不遇”书写，深化了燕行文学的情感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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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正岚，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８）

黄逸欣，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８）

关于燕行使臣与中国士人交往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以往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而深入的爬梳，而有待

进一步开掘的是燕行使臣与中国士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及其文学影响。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朝

士人之间的向慕之情和信息沟通，往往在双方长时间不能见面的情况下得以保持甚至加深，本文试将这一

现象称为中朝士人之间的不遇之遇①［１］。

清代抗英禁烟名臣黄爵滋（１７９３—１８５３）与燕行使臣的交往，就是这种“不遇之遇”的代表。以往的研

究已经考察了黄氏与朝鲜译官李尚迪的交谊［２］，但一个尚未引起注意的问题是：１８３５—１８３９年黄爵滋至

少与六批燕行使臣交游，而１８３９年之后的十几年间，黄爵滋不在京城，无缘与燕行使臣直接交游往还，但

他为什么一直受到燕行使臣的向慕？直至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年之交，权时亨以“进贺谢恩兼岁币使行”之副房禆

将的身份来京，在其《石湍燕记》中录其《赠树斋序》，开篇即云：“余自童丱闻黄树斋大名，如雷灌耳。每于

冠盖往来，辄问‘树斋先生安否’，则口口皆称‘不在京’。余莫知其故，未尝不纡菀于中。岁庚戌之冬，从槎

幙入上都。越明年，辛亥春，正拜先生于旅次。”［３］２８２由“不在京”一说，可以窥见燕行使臣欲见黄爵滋而不

得的怅惘之情。那么，黄爵滋十多年不在京城、不与朝鲜使臣晤面，他与燕行使之间的不遇之遇又是如何

实现的呢？除了众所周知的书信往还、寄物寓情之外，黄爵滋还采取了哪些方式与朝鲜友人互通音讯？中

朝士人之间的不遇之遇对双方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以已有研究较少关注的朝、中

史料，如以任百渊《镜浯游燕日录》及孙衣言《逊学斋诗钞》等为依据，在梳理１８３５—１８３９年黄爵滋与燕行

使在北京之会晤的基础上，考察１８３９年之后燕行使与黄氏的不遇之遇，以期揭示中朝文化信息交流的独

特性以及文学史意义。

一、黄爵滋与燕行使臣在京城的会晤

关于黄爵滋与东使的交游，黄氏《赠赵羽堂副使》自注曰：“予居客卿三载，先后晤东使赵心庵、权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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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翠微诸君。”［４］３７０实际上，迄于１８３９年，黄爵滋在京城接待的使行至少有六个批次。

其一，１８３５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十六的“冬至使行”中②［５］１０５２，黄爵滋与副使赵斗淳通过诗歌唱和结下了

深厚情谊。由赵斗淳《次黄树斋爵滋诗草韵序》［６］８５-８６、《青云斋赴黄树斋小集以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为韵

余得式字遂成五篇分属会中诸人》［６］９２-９３可知，１８３５年十二月十九至除夕之间的鸿胪寺演礼日，黄爵滋以鸿

胪寺卿的身份与赵斗淳等使行初次会晤。数日后，赵斗淳拜访黄爵滋，后者以《树斋诗草》四卷请赵斗淳指

正。１８３６年正月初二，黄、赵二人又聚会于黄爵滋的文墨之交艾畅的寓所青云斋。此次青云斋集会，中方

除黄爵滋之外，还有郭羽可 （名仪霄）内阁中书③、艾至堂（名畅）举人④、江龙门（名开）进士及第⑤、杨朗山

（名
熙

）刑部主事⑥四位士人。此外，赵斗淳以朝鲜驸马洪海居⑦诗集赠清人，黄爵滋［４］３６９和黄钊［７］皆为之

题诗。

在与这次使行的交游中，黄爵滋与赵斗淳颇为投契。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诗后录卷二有两首写给

赵斗淳的诗作，分别是《寄题赵心庵临江亭子》《得赵心庵书却寄》，都抒写了别后的牵挂之情。赵斗淳亦在

诗歌中多次表达与黄氏结交后的喜悦，其中 “安得携君东渡去，十洲亲见好楼台”［６］９５折射了双方在山水观

和交谊方面的共鸣（说详下），正因如此，１８５１年黄爵滋与燕行使臣权时亨笔谈时，还深情回忆起这

句诗［３］１７２。

其二，１８３６年二月初九至六月初九的“进贺兼谢恩使行”
［５］１０５２中，黄爵滋与正使权敦仁（号彝斋）结下

了绵长的友谊。对于权敦仁的此次使行，朝鲜申纬（１７６９—１８４５）、金正喜（１７８６—１８５６）等人分别作诗饯

行［８］。申纬还记载了黄爵滋等人为使行作题画诗的活动，即权彝斋向诸人出示申纬所题《绿意吟诗图》，黄

爵滋、郭仪可、艾畅、澹隐山人周霁岚等人为之题诗⑧。如前所述，黄氏在其《赠赵羽堂副使》一诗自注中亦

提及与权彝斋的交往。

其三，１８３６年十月十二至１８３７年三月十七的“冬至兼谢恩使行”⑨
［５］１０５２之际，黄爵滋为正使申在植编

选的唱和诗集《相看编》作序。此次使行多文人雅士，以至有“文星照耀”之誉［９］１３。以往的研究尚未注意

到，任百渊《镜浯游燕日录》详细记载了《相看编》的出版始末，提到了黄爵滋在作序之外，还有重校、重选之

功［９］２３４。至于黄爵滋重校、作序的时间，《相看编》所载黄序篇末云“道光丁酉人日豫章黄爵滋书”，已点明

是１８３７年正月初七。在这次交往中，黄爵滋作为文坛学界师长的地位已在使臣心目中明确了起来。《镜

浯游燕日录》“（丁酉正月）十七日乙未”云：“树斋名爵滋，时望蔼蔚，以文章学术，彼中新进皆推为师长

者。”［９］２３４此前赵斗淳对黄氏虽有“君今富声实，掉鞅云路直”［６］９２的赞誉，但直至任百渊才明确指出了当时

后生对黄爵滋文章学术的尊敬仰慕。

其四，１８３７年四月二十至八月十五的奏请兼谢恩使行
［５］１０５３中，副使礼曹判书赵秉铉、副房禆将朴思

浩⑩、译官公干李尚迪○11等人与黄爵滋交好。如前所述，黄氏《仙屏书屋初集》诗后录卷二有《赠赵羽堂副

使》《赠朴心田李藕船两从事》，正是分别赠予赵、朴、李三人的。此外，同卷还收录《慈仁寺古松联句诗》，又

《仙屏书屋初集文录》卷十一载《慈仁寺古松图诗跋》。朝鲜方面，李尚迪不断回忆这次使行，于癸卯

（１８４３）、甲寅（１８５４）先后写下怀念“丁酉（１８３７年）夏”之聚会的诗篇
［１０］１９５，２５７。关于黄爵滋与此番使臣的交

往，以下两点事实尚未得到足够重视：首先，黄爵滋与李尚迪的订交是在此次，但在此之前的黄、李之交已

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理由如下：一是此前李尚迪诗作入选《相看编》，其次是黄爵滋在别后写给李尚迪

的尺牍中有“续此良晤”［１１］之说，提示了黄爵滋与李尚迪的初次见面早于丁酉（１８３７年）夏，很可能是在

１８３６年冬。其次是黄爵滋在慈仁寺招饮使臣，并非以往所认为的一两次，李尚迪《过慈仁寺》诗序已明言

“丁酉夏，……屡为文酒之会于此”［１０］１９５。

其五，１８３７年十月十七至１８３８年三月十六的“冬至兼谢恩使行”
［５］１０５３中，副使金兴根与黄爵滋颇有交

游。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文录》卷八所收《朝鲜使者饮饯联句帖序》云：“自予由御史官鸿胪，先后晤东使，

若心庵赵公、彝斋权公、翠微申公，及赵公羽堂而四，及金公游观而五焉。游观之来，羽堂寄诗帖，索予序，

盖去夏心庵诸公饯羽堂而联句之作。”可见，继赵秉铉之后，金兴根（字游观）亦曾访问过黄爵滋，并受赵秉

铉之托，带来１８３７年赵斗淳等人饯别赵秉铉的联句之作，请黄爵滋为之作序。如前所述，权时亨《石湍燕

记》亦载黄爵滋自述与金兴根交好。

其六，黄爵滋与１８３８年十月二十至１８３９年三月二十四的“冬至兼谢恩使行”之书状官李时在等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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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往［５］１０５４。《仙屏书屋初集》诗后录卷二收《龙树寺次韵答李秋斋行人》一首。由朝鲜申纬《题秋翁书斋

记后赠古东尚书并序》自注和清人孙衣言《人日汪郎中孟慈招同黄鸿胪李禾叔陈秋谷饯东使李秋斋于蒹葭

阁用秋斋韵以送其行二首》自注可知，李秋斋学士名时在，为燕行使臣。孙衣言此诗作于己亥（１８３９）人日，

可知此番使行乃１８３８年十月二十启程的“冬至谢恩使行”，由正使李羲准、副使尹秉烈和书状官李时在组

成。从黄爵滋的仕宦经历而论，１８３８年黄氏奉旨充殿试弥封官，次年二月迁任大理寺少卿，钦派从耕大

臣，直至四月才偕同左副都御史鄂尔端前往杨村查验驳船［１２］。换言之，此番使行寓京期间，黄爵滋正好在

都。关于黄爵滋与李时在的交往，孙衣言《逊学斋诗钞》还录有作于己亥的《黄树斋先生招集城南禅院饯李

秋斋及其侄承谦归朝鲜用树斋先生韵》［１３］２８０和作于乙卯（１８５５）的《集润臣所之次日孔绣山以燕朝鲜客见召

为事不能往已闻汴生同年得交字因思余诗中未尝有是韵诗戏为一首呈绣山兼示汴生》，后者篇末自注云：

“十余年前，常从黄侍郎于城南江亭，与朝鲜使臣李秋斋辈饮酒赋诗。”［１３］２９６乙卯（１８５５）上距己亥（１８３９）十

六年，可见己亥聚会对于主客双方来说，都是值得回味的美好记忆。

概言之，从１８３５至１８３９年，黄爵滋至少接待过六批燕行使臣，其与朝鲜行人交谊深厚的原因，可从以

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如前所述，黄爵滋为京城文坛学界之师长。二是黄氏殷勤地招饮朝鲜使臣。三

是黄氏对地位不高的行人也视为知交、热情酬答○12，比如为副房裨将朴思浩、译官公干李尚迪作《赠朴心田

李藕船两从事》中“悬知别后同秋思，月上金华第几峰”［４］３７０等诗句，充满了与知交惜别的依依不舍之情。

二、黄爵滋不在京城期间与燕行使臣通声气的方式

权时亨赴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２０日进贺谢恩兼岁币使行之时，距离１８３９年黄爵滋饯别书状官李时在，已有

十多年了，此时权时亨仍然希望入京后能拜访黄爵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１８３９年之后黄爵滋还采取

委托亲友接待的方式，延续与燕行使臣的交情。

一是委托朋友张炳英接待李正履一行。关于黄爵滋委托亲友接待朝鲜使臣的明确记载，是尹程《西行

录》载黄氏于１８３９年委托张炳英接待朝鲜使臣李正履一事。这一史料记载了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之交尹程随

其族兄即书状官尹
穳

赴“奏请兼谢恩冬至使行”的见闻○13。其中，“（乙巳（１８４５）正月）初三日乙丑”条记尹

程拜访张虎头（炳英）的经历。张虎头与尹程论及其与黄爵滋在抗英方面桴鼓相应，并且提及“年前李醇溪

来京，路遇黄树斋于京东邦均地，时树斋出使山海关，醇溪往见，语到英夷及邪教事，树斋不及细言，写一

信，属其到京问弟，故弟与醇溪相善，英夷始末、邪教源流，备细告之”［１４］，由此可以窥见１８３９年黄爵滋委

托张炳英接待朝鲜使臣李正履（字醇溪）的情形。此处所谓“年前李醇溪来京”，当是指１８３９年十月二十

四，正使李嘉愚、副使李鲁秉和书状官李正履等人赴“冬至兼谢恩使行”［５］１０５４。据洪直弼（１７７６—１８５２）

《醇溪李公墓志铭并序》，“公讳正履字审夫，……己亥（１８３９）差节使书状官”
［１５］。对于李正履此行，朝鲜洪

奭周（１７７４—１８４２）、赵寅永（１７８２—１８５０）、李恒老（１７９２—１８６８）等人皆有赠行之作
［１６］。又考黄爵滋生平，

其于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十一月至十二月之间奉命出使山海关查办有关事件
［１２］，由此可以推测，黄爵滋约

在此前后与李正履一行相遇于邦均。

这次交流提示了黄爵滋不在京城时与使臣展开交流的方式之一，是委托志同道合的朋友代为接待。

由前引文字可知，当黄爵滋与李正履在邦均相遇时，双方论及抗英禁烟等问题，由于旅途匆忙，黄爵滋便写

了一封类似介绍信的信件，让李正履去北京后拜访张炳英。如前所述，在李正履关心的英夷、邪教等问题

上，张炳英与黄爵滋意见一致，因而可以代传黄氏的观点。

对于中朝士人的交往来说，这次委托接待意义重大，不仅使得黄爵滋与张炳英作为抗英禁烟同道的形

象在朝鲜使臣心目中真正确立，而且进一步提升了黄爵滋的人格魅力。换言之，京城之学界文坛师长为数

不少，而以抗英禁烟名臣兼学界文坛师长者，可说举世无双。东人因此对黄爵滋越发钦慕，当是情理中事。

其中的事例之一是，十一年之后的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十月二十至次年三月十八的进贺谢恩兼岁币使行间，

以权大肯上使为首的使臣再三要求拜访黄爵滋：“上使士埜公往见之，副使奎堂金公、书状素陵闵公亦皆愿

见。士埜公屡诵之，遂乃勉从。”［３］２８３值得一提的是，权大肯是因为张炳英的介绍而愿见黄爵滋的。权氏曾

于前述１８４４年“奏请兼谢恩冬至使行”任副使，期间曾拜访张炳英，论及英夷之祸（《西行录》乾卷“（乙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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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三日乙丑”），并通过张炳英而了解到黄爵滋的相关主张○14。

二是委托其子黄秩林○15（字子幹）接待李尚迪。前述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之交的“奏请兼谢恩冬至”使臣中，

有黄爵滋曾经热情接待过的李尚迪。此时黄爵滋因道光二十三年癸卯（１８４３）户部银库亏空９００余万两

事，以失察罪而被夺职，先后主讲豫章书院、任南昌经训书院山长［１２］，因而不在京城。值得注意的是，李尚

迪此次出使时所参加的活动中，时常看到黄爵滋的次子黄秩林的身影。

其一，乙巳（１８４５）正月，张曜孙于吴赞寓所招饮李尚迪等朝鲜使臣，其后请吴冠英作《海客琴尊第二

图》，以纪念此次宴集。由李尚迪《追题海客琴尊第二图二十韵》自注可知，此次聚会的十八人中，有“黄子

幹侍御”；曹楙坚吟咏此次聚会的诗歌题目亦记“黄子幹秩林”参加了聚会［１７］。

其二，乙巳正月的聚会之后，由王鸿、张曜孙倡议，吴俊绘《春明六客图》，以纪念此次中朝文人的欢聚。

黄秩林亦名列六客之一，折射了黄子幹与李尚迪以及相关的士人群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关于此图的绘制、

题咏，先行研究已经进行了深入考察，兹不赘言［１８］。不过，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黄秩林之名列此图与黄

爵滋的关系。孔宪彝作《题春明六客图并序》，序曰：

乙巳（１８４５）春，余与张仲远、陈梁叔、黄子幹三君，同应部试在京。王子梅走书介仲远，乞貌

余于是图，请至六七，以事未果。既而，余与三君皆报罢，仲远铨武昌令，将先后出都。仲远复申

前请，遂合写一卷，寄子梅于济南。六客者，仲远、梁叔、子幹、子梅与余及朝鲜使臣李君藕船也。

余与李君实未识面，今读子梅自记之辞曰“风潇雨晦，独居岑寂之时，展视此图，不啻见我良友”，

何其情之笃欤！率题二截句志意。他日春明重聚，或践六客之约，则此卷以为嚆矢矣。［１９］

根据这一史料，先行研究主张黄子幹因为与张曜孙等人同为在京应试的举人，得以参与接待李尚迪，被纳

入了“六客”这一比《海客琴尊第二图》十八人更为密切的小团体。

事实上，对于黄秩林的这一身份，李尚迪的认知最为明确，其诗歌两次写到黄秩林，都强调黄秩林对父

亲黄爵滋道德文章的传承。李氏于１８５５年作《子梅自青州寄诗索题春明六客图》，赞美“子幹有凤毛，大雅

述乃爷”［１０］２５８；又《续怀人诗》有《树斋黄侍
郎

爵滋》一篇，又有《子幹黄大令秩林》一篇，后者“宜黄好家声，修

洁遗尘俗。循陔补白华，过庭赓秋菊”［１０］２７２云云，同样着眼于黄子幹的不坠家声。可见，对于黄爵滋委托黄

秩林接待李尚迪的用心，作为客人的李尚迪是心领神会的。

此外，由黄爵滋《济南为王子梅题春明六客图》一诗题下的自注，可知黄爵滋有意识地强调六客这一群

体与自己的密切联系：“六客者，朝鲜李藕船、阳湖张仲远、元和陈梁叔，暨予门人曲阜孔绣山、予子秩林，并

子梅而六也。”［２０］原来《六客图》中的五位清人中，张仲远、王子梅○16乃黄爵滋之友，孔绣山、黄秩林分别为黄

爵滋的门人和儿子，因而甚至可以说，这一接待李尚迪的文人群体，几乎都是黄爵滋的亲友。黄爵滋不在

京的时期，不仅其儿子黄子幹，其他亲友也承担了代替黄爵滋接待李尚迪的角色。这次委托接待实质上揭

示了黄爵滋在朝鲜使臣心目中的人格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是黄爵滋与其亲友共同努力的结果。

三、黄爵滋与朝鲜使臣交往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黄爵滋与燕行使臣投契的深层原因，以往的研究尚未注意到双方在文学观念上的桴鼓相应。这

里着重考察黄爵滋融“江山”与“鬼神”于一炉的“诗心”说，分析此说如何在中朝士人的文学互动中逐步成

熟。上引蒋寅《黄爵滋诗学观念及其批评实践》一文认为，黄爵滋的文学理论以纠正浮诞文风为己任，主张

从体、气、理、法四方面来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从黄爵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来看，他尤为重视气和理

这两个层面，其具体命题则以“诗心”来绾合“江山”与“鬼神”。

黄爵滋以“诗心”来统合“江山”与“鬼神”的倾向，在其写于１８３７年正月的《相看编序》中体现得最为充

分，其说云：“洗毫伸纸，洒墨联吟。原本山川，扶持神鬼。海霞翩其挹袂，关雪郁其荡胸。遂使白月争辉，

孤云让美。顾诗者心也，心相感则相通；诗者迹也，迹相看则相合。以作者一时之迹，证读者千秋之心，其

可以已乎，其不可以已乎？”［４］５６２此说将“诗心”诠释为以作者之迹证读者之心，而作者之迹的意义在于“原

本山川，扶持神鬼”，这就建立起由“诗心”“山川”和“鬼神”等要素构成的文论系统。

这一文论系统与前述理气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其一，黄爵滋所谓“诗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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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贯通，可由其《秩林诗序》“孔子称不学诗无以言，朱子谓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故能言也”［４］５５５一说窥

见其端倪。此说折射出黄爵滋所谓“诗心”与“心气和平”相关联，且与其“夫性灵之说有正无邪”［４］５９１之说

相呼应。作为对当世狎亵之风的反拨，黄爵滋标举“心气和平”意义上的“诗心”，可谓纲举目张。其二，黄

爵滋反复论述风土山川与文气的关联。比如，《徐帘峰前辈为题游庐山五少图次韵奉酬》赞誉郭仪霄等人

“采壮江倾峡，气雄华峙雍”［４］２６２，正是以山川比喻壮采雄气；《衢州舟次除夕》亦有“奇气逼金剑，壮思翻银

澜”之说，描述山河激发奇气壮思的情形。因此，推崇“山川”，可以理解为试图以此纠正“乱于气”的文坛

弊端。

推崇“诗心”“山川”“鬼神”这三个层面的观念，是黄爵滋的文学思想与朝鲜使臣相互激荡的结果。首

先，黄爵滋《相看编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者心也”一说，从文字上看，作者希望以作者之迹来证读者之

心，似乎将“诗心”与“诗迹”等量齐观，实际上，“诗心”为黄爵滋文论体系的核心，而“诗迹”处于相对次要的

地位。“诗心”的核心地位正是黄爵滋在与燕行使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一，黄爵滋素来重视诗心，其

《诗心》一首描述了他心目中的人格和审美境界：“诗心似月圆，万古照青天。鸾凤光中舞，山河镜里悬。浮

云蔽空旷，残夜泣婵娟。独有蓬莱顶，相携一洒然。”［４］３２１这首诗的意境令人联想起李侗称引黄庭坚“舂陵

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２１］之说以赞誉道学气象，由此可见，黄爵滋于儒家思想，尤重“光

风霁月”的洒落一派，是以儒家思想体系包容佛道超然自由境界［２２］。其“诗心”说亦当从这一角度加以解

读。黄爵滋《卢籁亭孝廉韺》有“诗心与鹤唳，清洁两相期”［４］３０８之句；其《味雪斋吟草序》亦明确提出了“夫

诗者，心之声也，志之律也，故得失归乎证心，美恶存乎辨志”［４］５５３-５５４一说。第二，黄爵滋与赵斗淳的唱和使

得“证心”说成为双方同气相求的理论基础。从黄爵滋在别后所作《寄题赵心庵临江亭子》篇首“海上飞鸿

恰送音，碧天如洗悟诗心”［４］３７１句，可以推测赵斗淳的“心庵”之号与黄爵滋的“诗心”说不谋而合，当是使得

双方一见如故的原因之一。两人在“证心”方面的投契尤其值得重视。如前所述，作为“诗心”说的重要逻

辑环节，黄爵滋《味雪斋吟草序》强调“证心”○17，其《相看编序》亦主张“以作者一时之迹，证读者千秋之心”，

无独有偶，前引赵斗淳“证心斯有得”“证得君心当歌舞”等诗句，也一再提及“证心”。第三，正如黄爵滋在

领悟“诗心”的同时提倡“真性情”，赵斗淳的“性情”说也是对黄爵滋“诗心”说的呼应。黄爵滋在《仙屏书屋

初集》卷首《自序》开宗明义地强调真性情，不仅援引张际亮（１７９９－１８４３）“性情既真，诗无不工”之说，还

引用艾畅“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为也”和汤鹏“性情之沉挚”。该篇褒赞真性情的说法俯拾皆是，其内涵则不

外乎“其意之忠厚也”“中正无邪之旨”“忠诚悱恻”“昔儒所谓天理人情”［４］２４５-２４９等层面。与此相呼应，赵斗

淳《题郭羽可诗集》开篇便点明“诗固观世教，亦以知性情”的文学观，并进一步申论“之情由之性，如黑白易

明”的性情说。此外，赵氏《题江龙门诗草》其四“有是心灵有是文”［６］９６亦可视为对黄爵滋“诗心”说的诠释。

其次，黄爵滋与燕行使在重视“山川”与“鬼神”方面的契合，颇耐人寻味。第一，除了《相看编序》以外，

黄爵滋将山川与鬼神相结合的说法还见于《艾至堂诗序》：“构思沉冥之乡，得意飞腾之境。江山凄婉，鬼神

惊泣。非矜别趣，自发真诠。”［４］５５３将此说与《相看编序》参看，可知作者主张诗歌创作以山川和鬼神为灵感

的主要来源。此外，黄爵滋《登五老峰赋》自述游庐山而梦神人授《古松图》，这一梦境也折射了融“江山”与

“鬼神”为一体的观念，因而黄氏对此颇为自负，在《慈仁寺古松联句诗》注中再次提及：“树斋尝游庐山，梦

神人授《古松图》。”［４］３７０不仅如此，黄爵滋从庐山归来后，将梦境绘成图画，并邀请多位友人为之题

咏○18［６］９５-９６。通过这一方式，黄爵滋有关“江山”与“鬼神”并重的观念，可说是广为人知。第二，中朝士人在

山川与鬼神方面的互动值得关注。比如，作为对黄爵滋《相看编序》的回应，申在植《相看编跋》亦推崇山川

和性灵：“方其历览山川，晨夕吟哦，率尔寄兴，间以谐谑，声韵之工不工，所不计也。然诗之为道，源于性

灵，而风裁品格各著于跌宕悠扬之中。”○19［２３］虽然申在植没有提及“鬼神”，但他以“山川”和“性灵”之说呼应

黄爵滋《相看编序》的“江山”“鬼神”以及“诗心”，从互文的角度来说，“鬼神”说当暗含于《相看编跋》之中。

又如，对于黄爵滋登庐山而梦神人一说，赵斗淳和朴思浩都津津乐道，在诗文中一再提及，其中，赵斗淳《黄

树斋游庐山日梦有老人授以古松图既归遂因想而绘之绘左右多一时名隽笔乃又属余曰此未来情根所在也

子其有以题之遂以两绝书而还之》以长题叙述了黄爵滋遍请题咏的来龙去脉，诗中“匡庐秀色已韬人”“十

洲亲见好楼台”等句，亦着重回应了黄爵滋的江山观。不仅如此，赵斗淳还在《题黄树斋诗集》中再次提及

“庐北梦回松树碧”［６］９６，可见其对黄爵滋庐山梦以及相关“江山鬼神”说的密切关注。此外，由前引黄爵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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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仁寺古松联句诗》注可知，朴思浩所作联句“前程应梦兆”［４］３７０亦吟咏黄爵滋庐山之梦。

概言之，黄爵滋与朝鲜使臣围绕“诗心”说展开的互动绝非偶然，对于崇尚儒家诗教、言必提“治心”○20

说的朝鲜士人来说，黄爵滋“诗心”论无疑令他们倍感亲切；燕行使臣对行万里路的书写，进一步增强了黄

爵滋对江山之助的重视；赵斗淳、朴思浩对黄爵滋庐山梦的吟咏，使得双方的志同道合之感进一步加深。

此外，与“诗心”说相关联，“不得讯”等否定性情境增加了燕行诗文的抒情力度。如前所述，黄爵滋与

燕行使臣的交游，堪称“不遇之遇”。从文学书写的角度来看，导致不能直接交流的种种否定性情境，触发

朝鲜士人写出以“不遇”为情境的作品。以李尚迪为例，１８３７年李尚迪结束使行回到朝鲜以后，虽然又多

次出使中国，但始终没有机会与黄爵滋重逢，甚至在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５１年之间，连音讯都无法相通，李尚迪为

此撰写了多首诗歌来抒发不遇的悲怆。众所周知，自六朝以来，中国古代诗歌就有描写“不值”“不遇”等情

境的传统，如梁吴均《诣周承不值因赠此诗》、陈子昂《酬田逸人游岩见寻不遇题隐居里壁》等［２４］。同样，燕

行诗文中也不乏叙写“不遇”的文字，比如，许
篈

《朝天记》收录《城东访李生不遇》《访李判官不遇》［２５］，李一

相《燕行诗》载《过常山南益吾侨庄不遇留题》［２６］。在燕行文学史上，李尚迪之“不遇”书写的意义在于通过

不在都、不得讯和归道山等“不遇”情境，使得“不遇”情境的悲剧性臻于极致并实现升华。

其一，因“不在都”而不遇的情境，以１８４２年１０月至次年３月李尚迪赴冬至兼谢恩使行为例。是年李

尚迪再次经过慈仁寺，写下了《过慈仁寺》一诗，其自注云：“丁酉夏，与端木鹤田中翰、黄树斋侍
郎

、汪孟慈

农部、陈颂南御史，屡为文酒之会于此。鹤田归道山已七年，其余诸君皆不在都，怆然有作。”［１０］１９５此诗兼怀

端木国瑚（鹤田）、汪喜孙（孟慈）、陈庆镛（颂南）诸人，并不专为黄爵滋而作，但是不妨认为，此诗主要是为

黄爵滋而作的。因为在慈仁寺的聚会中，黄爵滋是主要组织者。李尚迪《续怀人诗》“树斋黄侍
郎

爵滋”一

首以“联句慈仁寺，载酒陶然亭”［１０］２７０开篇，揭示了慈仁寺与怀念黄爵滋之间的联系。而且，关于慈仁寺联

句的活动，如前所述，黄爵滋诗文集中还收有《慈仁寺古松联句诗》《慈仁寺古松图诗跋》。因此，李尚迪《过

慈仁寺》主要是抱憾于黄爵滋的不在都。诗歌回忆往日的文酒之会，并憧憬与黄爵滋等人的重逢。所谓

“十年独过黄垆下，几日重吟白社前”，显然，通过这次李尚迪来京经过慈仁寺而黄爵滋等人“不在都”的体

验，李尚迪对黄爵滋的向慕进一步加深，诗歌的抒情力度有所增强。

其二，“不得讯”的情境以１８４４年李尚迪向柏葰打听黄爵滋的音讯为例。与此相关联，李尚迪和黄爵

滋先后抒发了不通音讯的怅然。先行研究已经注意到，１８４４年柏葰（１７９４—１８５９）出使朝鲜时，担任差备

官的李尚迪作《次柏静涛正使清川江韵》，提及黄爵滋，有“他时倘得黄公讯，为报相思满月如”之句，又自注

云：“迪与黄树斋，别已八年矣。”○21［１０］１９６对黄爵滋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

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李尚迪在次韵柏葰的诗歌中抒发对黄爵滋的思慕？原来，柏葰此次出使时，向李尚

迪赠送了《华岳题壁诗》拓本。柏葰《薜箖吟馆钞存》卷四收有柏氏《清川江》，并附《差备官李藕船尚迪原

唱》，即《次柏静涛正使清川江韵》，不过自注与《恩诵堂集》小异：“大人见贶《华岳题壁诗》拓本，即与树斋黄

侍郎宦游时作也。尚迪于黄公有旧，契别已八年矣，结句因及之。”［２７］由此可知，柏葰在赠送这件拓本时，

提及与黄爵滋一同出使关中的经历，因而勾起了李尚迪对黄爵滋的思念之情。柏葰向李尚迪赠送《华岳题

壁诗》拓本一事，蕴含着多重情感意义。首先，这一拓本是柏葰与黄爵滋交谊的见证。１８４１年１１月，黄爵

滋奉旨偕侍郎柏葰前往陕西查办事件，途中两人多次诗歌唱和，《薜箖吟馆钞存》卷三录有柏葰的唱和之作

五首，可以想见当时的吟咏之乐。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未收此次唱和之作，不过诗后录卷二载《三迭前

韵酬柏静涛》，以“挑镫聊话旧游时”结篇，也表达了对此次同游经历的怀念。其次，这一拓本引起了李尚迪

对黄爵滋的怀念，“他年倘得黄公讯”一说，写出了李尚迪不能与黄爵滋通音讯的怅惘。换言之，不得讯的

情境，恰恰激发诗人写出真切动人的诗句，也折射了诗人因为不得好友的音讯而更加思念好友的心情。

令人唏嘘的是，１８５１年黄爵滋接待权时亨等使行时，委托他们向李尚迪问好，也提到“而其余朴心田

名思浩、李藕船名尚迪不得各讯，兄或以此意归谕乎”［３］２７８-２７９。由此可见，对于不通音讯的状况，黄爵滋也

深感遗憾。

与“不在都”相比，黄爵滋与李尚迪等中朝士人双方都感受到的“不得讯”之痛，显然又加深了一层，这

从李尚迪“他年倘得黄公讯”一句的虚拟语气和“迪与黄树斋别，已八年矣”一说的缠绵之意中可窥一斑；同

样，黄爵滋于１８５１年所谓“不得各讯”的怅惘，也许可以视为对１８４４年李尚迪“他年倘得黄公讯”的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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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其三，归道山的情境，以１８５４年李尚迪所作《道光丁酉夏黄侍郎

树斋汪明府孟慈陈侍御颂南招饮慈仁

寺有古松联句二十韵近阅树斋仙屏书屋集收录是篇而树斋已游道山矣怆然有作》为例。李尚迪读黄爵滋

《仙屏书屋集》，注意到其中收录了《慈仁寺古松联句诗》，不禁回忆起了丁酉夏聚首的美好往事［１０］２５７。然

而，黄爵滋已游道山。在此，从字面上看，李尚迪“怆然有作”一说似乎与１８４２年因“不在都”的不遇所激发

的“怆然有作”并无二致，但其实已是天人永隔与天各一方的本质区别，诗歌的情感维度强化到了极致。

当“不遇”的情境发展到一方的“归道山”时，在情感深度达到最值的同时，因诗文不朽而友谊永恒的信

念，在客观上使得“不遇”的情感实现了升华。比如，李尚迪在为黄爵滋的逝世而悲痛的同时，意识到“媿作

蝇鸣诗句在，幸随骥尾姓名传”，这既是对双方诗作必将传之久远的自信，也是对两人交谊天长地久的肯

定。在此，黄爵滋不在世的情境，使得燕行文学的抒情力度进一步增大。

１８４２—１８５４年，对于李尚迪来说，黄爵滋从不在京到不得讯，进而归道山，不可能见面的否定性情境

一步步强化，因而诗歌的抒情力度不断增强。其中的原因在于１８３７年夏的密切交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

础。换言之，双方相遇时精神契合的程度越深，不遇的情境激起的情感就越厚，不遇之遇就能更充分地

实现。

从“诗心”说与“不遇”书写的关系而论，其背后的逻辑依据都是中朝士人对于实境与虚境互补的共识。

换言之，“诗心”说所绾合的“江山”之实境与“鬼神”之虚境交相辉映，“不遇”书写中的“心之所思”与“面之

所见”表里合一。与其“诗心”说的超越性相关，黄爵滋甚至在《申翠微饮饯帖跋》中，提出了“心之所思”比

“面之所见”更为深刻的友谊观：“虽然，六合至广也，以其所至，及其所不至，则气象弥远；四海至众也，以其

所交，及其所未交，则心性益通。然则面之所见，孰与夫心之所思？犹夫身之所驰，孰与夫心之所涉？”［４］５８６

此说不仅说明了黄爵滋委托他人接待东使的重要意义，还表达了对中朝士人之间“不遇之遇”的信念。

结语

通过梳理黄爵滋在京期间与六批朝鲜使臣的交往，可以发现其与朝鲜使臣交厚的原因有：他以京城文

坛学界之师长的身份，殷勤地招饮朝鲜使臣，特别是对地位不高的行人也视为知交、热情酬答。此外，黄爵

滋离开京城之后，在书信往还、寄物寓情这些常见的方式之外，还采取委托接待的方式，先后委托自己的朋

友张炳英和儿子黄秩林接待使臣。

黄爵滋与朝鲜使臣的“不遇之遇”对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为中朝士人的诗文唱和围绕

兼重“江山”与“鬼神”的“诗心”说展开，另一方面表现为燕行文学中的“不遇”书写在情感维度上的深化。

注释：

① 孙卫国亦提及“时间滑入道咸时期，中朝学人间的交往出现了新特点，交往双方是否见面已经不重要，甚至于根本未见过

面，但是长期保持着书信往来”。

② 此次使行的主要成员有正使判书朴晦寿、副使赵斗淳和书状官司仆寺正韩镇庭。

③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二十八载：“郭仪霄，字羽可，永丰人，嘉庆己卯举人，官内阁中书。有《诵芬堂诗钞》。”（民国

退耕堂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五一五册收郭仪霄《诵芬堂诗钞》《诵芬堂诗钞二集》《诵芬堂诗钞三集》《诵芬堂诗钞四

集》和《诵芬堂诗钞五集》。

④ 《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三载：“艾畅，字至堂，东乡人。道光庚子进士，官博罗知县，有《至堂诗钞》。”

⑤ 《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三十八载：“江开，字龙门，庐江人。道光乙未举人，官陕西知县。有《浩然堂诗集》。”《清代诗文集汇

编》第六○八册收江开《浩然堂诗集》六卷、《浩然堂词稿》一卷。

⑥ 权时亨《石湍燕记》卷二“（咸丰元年辛亥正月）十一日戊子”载：“一个姓杨名熙，号朗山，杨忠武遇春之孙，西蜀人也，年可

四十有余。官居刑部主政。”

⑦ 据《心庵遗稿》卷二十《徽庆园迁园志文》，朝鲜正宗之“女淑善翁主，下嫁永明尉洪显周”。又赵斗淳与洪显周有诗歌唱

和，《心庵遗稿》卷九载《心远亭共洪海居都尉显周金薇西尚书在显拈韵》。

⑧ 申纬《警修堂全藁》册二十四《祝圣四藁·去年余为彝斋尚书题绿意吟诗图彝斋携入燕见赏于诸名士多有篇咏余又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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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证四海墨缘凡五首》，五首分别为《次韵郭羽可仪霄》《次韵郁树斋滋》《次韵艾至堂畅》和《次韵澹隐山人周霁岚诚之

步紫霞黄山原韵》二首。按：“郁树斋滋”当为“黄树斋爵滋”之误。

⑨ 此行由判中枢申在植任正使，礼曹判书李鲁集和掌令赵启升分别任副使、书状官。参见《同文汇考》补编卷七页。

⑩ 金贤根《玉河日记》“（七月）初五日庚辰”载“副房裨将朴思浩亦文士也”（《燕行录续集》）。在此之前，朴思浩于１８２８年１０

月２５日赴谢恩兼冬至使行，撰有关于此次使行的《燕蓟纪程》（《燕行录全集》）。

○11 金贤根《玉河日记》“四月二十日丁卯”载“以文学从译官十人，首译知事金相淳、公干李尚迪……”（《燕行录续集》）。

○12 蒋寅《黄爵滋诗学观念及其批评实践》述及黄爵滋对寒士的不遇抱有诚挚的同情，因而毕生不懈地表彰那些寒士朋友的

诗歌，参见《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４期，第５０页。这与黄爵滋对于燕行使中地位不高的行人也视为知交的态度恰相

一致。

○13 此行于甲辰（１８４４）十月二十六离京（《西行录》乾卷，《燕行录续集》），次年三月十二还湾（《西行录》坤卷）。又《同文汇考

补编》卷七记使行于“乙巳三月二十八日复命”。

○14 《石湍燕记》地卷“（咸丰元年辛亥正月）初二日己卯”载：“上使年前以副使闻其人于张虎头，故今始往见，多有好处云。”

○15 据《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四，黄秩林“字子幹，号仙樵，宜黄人。道光癸卯（１８４３）举人，官湖北知县。有《燕台吟草》《主

静轩诗钞》”。

○16 张曜孙（１８０７—１８６２），字仲远，号升甫，晚号复生。江苏武进人。权石亨《石湍燕记》人卷“（咸丰元年辛亥）正月十六癸

巳”条载黄爵滋云张曜孙“现官湖北武昌，颇有政声，亦与弟甚善”。又王鸿字子梅。关于张曜孙与李尚迪的交往，参见孙

卫国《清道咸时期中朝学人之交谊———以张曜孙与李尚迪之交往为中心》；关于王鸿与李尚迪的交谊，参见温兆海《朝鲜

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研究》。

○17 “证心”出自嵇康《声无哀乐论》，其后多见于汉译佛典如《十诵律》《成实论》及其他佛典佛教著述。

○18 按：为黄爵滋的庐山图作题咏者，至少有潘世恩《黄树斋侍御匡庐纪梦图》（潘世恩：《思补斋诗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

编》４９５，第６６７页）、刘嗣绾《题黄树斋庐山纪游图》（刘嗣绾：《尚絅堂诗集》卷五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４６９，第３９１页）、

祁寯藻《题黄树斋游庐五少图》（《 亭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５８３，第１７页）、吴嵩梁《题黄树斋游庐五少图》（《香

苏山馆古体诗钞》卷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４８２，第２５９页）和张际亮《为树斋太史题画四首》（《思伯子堂诗集》卷十一，

《清代诗文集汇编》６０１，第１１９页）。

○19 按：据此跋末尾“丁酉孟陬翠微翁题”，此跋作于１８３７年正月。

○20 比如，赵斗淳《冬雷后联劄》“而治心之要，舍讲学而无他道焉”（《心庵遗稿》卷十五），又云“治心之要，又在于性偏难克处

克将去”（《心庵遗稿》卷十七）。

○21 按：温兆海《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清代 “江亭文人”的雅集》称“在１８４５年他写给柏俊诗中有‘他时倘得黄公讯，为报相思满

月如’”，参见《延边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按：柏葰于１８４４年出使朝鲜，《恩诵堂集》诗卷七序此诗于甲辰（１８４４

年），因此，“１８４５”当为１８４４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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